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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绿色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环

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实证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党组织治理参与与民营企业的环保投资

正相关，但在使用工具变量消除了党组织治理参与变量的内生性后，二者间的正向因果关

系无法得到验证。 然而，环境规制与党组织治理参与（工具变量）的交互效应检验显著，
说明在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民营企业绿色环保投资更高；但在环境规

制较高的地区，党组织治理参与的作用减弱了。 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

参与显著促进企业绿色环保投资，而环境规制则可以进一步增强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

环保投资行为产生的正向影响。 本文进一步探索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在企业绿色

环保行为中扮演的角色，讨论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与区域环境规制之间的交互关

系，并强调了民营党组织治理参与的重要性。 结合稳健性检验结果，本文发现，环境规制

弱化地区部分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有待加强，这些企业应提高党组织公司治理参与程

度，从而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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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企业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日益关注，呼吁企业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
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 绿色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的发展理念，因而绿色环境治理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

政府对环境污染与保护方面的管制力度逐步加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管制政策，旨在引导经济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为了回应社会各界的期望，企业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是绿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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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的关键行动者，他们的绿色环保行为意义重大（李维安等，２０１７） ［１］。
张平淡（２０１８） ［２］的研究发现，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加强环保投资，而经济发达地区仍须重视环

境监管。 环境规制是企业环保行为研究中的重要前置变量（傅京燕和李丽莎，２０１０［３］；姜锡明和许

晨曦，２０１５［４］；张华，２０１４［５］），是政府对企业环保行为进行督促、监管与控制的重要手段。 然而，中
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低于平均水平（唐国

平等，２０１３） ［６］。 但是，环境规制的加强不可能一蹴而就，除出台相关政策与加强环境规制以外，政
府是否还有其他有效的途径引导企业环保行为？ 企业如何配合环境规制或在较弱的环境规制下主

动承担环保责任等，这些研究问题值得关注。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企业的组织治理特色鲜明。 “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党组织在国

有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党组织作为国有公司治理框架中独特的一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梁建等，２０１０） ［７］。 党组织是企业与政府建立沟通的重要桥梁，同时也是政府与企业建立联系的

重要途径（Ｃｈａｎｇ 和 Ｗｏｎｇ，２００４） ［８］。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党组织企业治理参与显著影

响公司治理水平（马连福等，２０１２） ［９］，不仅可以抑制高管的超额薪酬，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

薪酬差距（马连福等，２０１３） ［１０］，还可抑制企业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陈仕华和卢昌崇，２０１４） ［１１］。
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各界主体依据中国《公司法》自主

设立的盈利性经济组织，资本来自民间筹集，因此不属于政府直接管理范畴，公司依据法律与公司

章程合法运营。 多年的发展，许多民营企业规模得到快速扩张。 职工人数越来越多，职工中党员的

人数也越来越多，按照党的章程规定可以成立党组织，因而许多民营企业也适时成立了党组织。 这

些党组织的成立为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推动作用。 然而，当前有超过半数的民营

企业没有设立党组织①，这些企业缺失党组织治理参与效应，因而在很多情况下相比存在党组织治

理参与效应的民营企业可能存在绿色投资行为弱化问题。
通过文献梳理，学者们对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主要围绕制度理论（何轩和马

骏，２０１８ａ） ［１２］、政治关联理论（何轩和马骏，２０１８ｂ） ［１３］、信号理论（梁建等，２０１０） ［７］、与跨界行为理

论（李翠芝和陈东，２０１８） ［１４］等展开。 研究表明，党组织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何轩和

马骏，２０１８ａ） ［１２］、增加企业投资（陈东等，２０１７） ［１５］、推动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李翠芝和陈东，
２０１８） ［１４］、提升企业绩效 （何轩和马骏，２０１８ｂ） ［１３］，并促进企业的社会慈善行为等 （梁建等，
２０１０） ［７］。 基于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对民营企业党组织与企业环保行为关系的理论分析

存在空缺。 企业党组织不仅是促进企业经营发展以及推动企业主动承担环保责任的驱动力，也是

政府与企业进行协同绿色环境治理的重要节点。 本文认为，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角度，党组织有责

任、有义务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与方针，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与决策，在决策层面倡导企业主动承担环

境保护的义务与责任。 其次，党组织可以在企业内部组织多种党建活动，组织员工与管理者学习绿

色发展理念，培养企业绿色文化。 这与企业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建设的思想不谋而合（ Ｊａｂｂｏｕｒ，
２００８［１６］；Ｏｎｅｓ 和 Ｄｉｌｃｈｅｒｔ，２０１２［１７］；唐贵瑶等，２０１５［１８］）。 我国政府一直对企业环保行为高度重视，
通过提高环境规制释放政府宏观治理信号。 但是，对于部分企业，可能会形式化的回应政府的主

张，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又称为“脱钩”现象（陈守明等，２０１６［１９］；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２０１２［２０］；Ｍａｒｑｕｉｓ 和

Ｑｉａｎ，２０１４［２１］）。 那么，党组织的设立是否只是一种形式？ 民营企业单纯设立党组织能否达到预期

效果尚未可知。 另外如何加强党组织区治理与参与度，令其变为实质而非形式是值得进一步探讨

的问题。
本文试图对企业党组织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视角进行整合，聚焦中国民营企业，主要讨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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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几个研究问题：首先，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是否可以有效敦促企业承担环保责任，从而倾向于更高

的环保投资？ 其次，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是否能进一步提高企业环保投资？ 再次，民营企业

党组织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怎样的交互关系？ 对于以上研究问题，本文采用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０ 年第八

次、第九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假设进行验证。 本文的贡献在于：拓展了

中国民营企业党组织的研究，为民营企业党组织与企业绿色环保投资行为之间建立了理论联系；其
次，本文探讨了党组织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拓展了社会生态环境绿色治理研究；最后，本文强调

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的重要性，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

二、 理论与假设

１． 民营企业党组织和企业绿色环保投资

绿色环保投资主要涉及企业对于污染治理、节能减排等方面的设备购置、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

流程创新（唐国平等，２０１３） ［６］，对工业污染减排效果显著（高明和黄清，２０１５） ［２２］，也有助于提升企

业的竞争力（Ｒｕｓｓｏ 和 Ｆｏｕｔｓ，１９９７［２３］；Ｌｅｉｔｅｒ 等，２０１１［２４］）。 因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企业绿色环保

投资意义重大。 现有文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研究主要关注上市公司（以及重污染企业），张济建等

（２０１６） ［２５］的研究发现，媒体监督可以显著放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而且对于国有企

业而言，其效应更强。 企业更多地体现出“被动”迎合政府环境管制，且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保投

资量更大（唐国平等，２０１３） ［６］。 由于重污染上市公司承担更重的环境责任，也受到了外界多方的

监督，因而更倾向于披露环保信息（王建明，２００８） ［２６］，且披露环境信息对上市企业的价值有更大的

实质性影响（任力和洪喆，２０１７） ［２７］。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的环保行为会受到外界较强的关注

与监督，按要求必须披露环境信息，因此环保投资并非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被动性”参与也

不可忽略。 然而，对于大部分民营企业，由于与各方监管机构联系较弱，可能存在法制观念薄弱、环
境意识差等问题，他们主要服从行业规制标准，政府与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很难对其进行监督（黎
明浩等，２０００） ［２８］。 由于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绿色的治理期望往往要高于行业规制，因此，仅依靠

行业规制的自发调节是不够的。
民营企业党组织是政府与企业进行协同绿色治理的重要节点。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党组织网

络对企业进行监督（Ｃｈａｎｇ 和 Ｗｏｎｇ，２００４［８］；何轩和马骏，２０１６［２９］ ）。 各基层党组织组织员工学习

与党建活动，加深对党的精神和理念的学习与理解。 党中央的精神与理念会在党组织网络中迅速

传递，这种精神与理念的传递实质上是一种引导的过程。 因此，党组织网络可以促进有党组织的民

营企业进行环保投资。 其次，党组织是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主要节点（张建君，２０１２） ［３０］，也是促进

民营企业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前因（何轩和马骏，２０１８ａ） ［１２］。 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可以

发挥政治关联作用，能够参与企业治理影响与配合政府政策和环境规制（企业主动的政治战略），
从而帮助自己获取竞争优势（张建君和张志学，２００５） ［３１］。 党组织加强了环境信息向企业内部传递

的效率，降低了企业的环境规制适应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环保投资。 最后，企业党组织的重要职责

是配合企业的文化建设。 企业党组织可以发挥文化核心作用，依托核心价值观引领企业发展，有利

于营造企业内部的和谐氛围（单锋，２０１７） ［３２］。 党组织可以在企业内部组织多种党建活动，组织员

工与管理者学习绿色发展理念，培养企业绿色文化。 有学者指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可以有效提升

企业的环境绩效（Ｊａｂｂｏｕｒ，２００８［１６］；Ｏｎｅｓ 和 Ｄｉｌｃｈｅｒｔ，２０１２［１７］ ），党组织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关系密

切，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建设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唐贵瑶等（２０１５） ［１８］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影响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组织内部因素，包括绿色战略导向（创新）、绿色领导风格（理念、价值观）与绿

色组织文化（组织氛围）等，这些要素都与党组织的工作理念不谋而合。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党组织设立正向影响民营企业绿色环保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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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是企业环保投资研究中的关键影响变量，对于本文讨论的主效应，也是重要的情境变

量。 当地区环境规制较弱时，企业的环境规制遵守成本较低（Ｌｅｉｔｅｒ 等，２０１１） ［２４］，企业大多奉行投

机主义，在利用资源环境外部性的同时支付较低的成本，因而不需要投入过高的环保资金。 本文认

为，党组织网络与环境规制是并行的两条治理途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党组织网络直接连接企业基

层党委，进而督促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 此外，基层党组织也有义务、有责任起模范带头作用，敦促

企业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 若环境规制较弱，大多民营企业受到的监管压力较小，此时，设立了

党组织的民营企业能克己守心，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绿色理念，将环保精神融入公司投资决策中。 因

此，当环境规制较弱时，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比没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倾向于更高的环保投资。 反

之，随着地区环境规制的加强，企业受到了更强的监督，污染排放所需支出的成本进一步提高。 波

特假设认为，环保投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也能够降低企业遵守环境管制的成本（ Ｌｅｉｔｅｒ 等，
２０１１） ［２４］。 因此，为了回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与制约，企业倾向于投入更高的环保资金。 在此

情境下，企业普遍选择直接回应环境规制的约束，不需要依赖党组织监督促进作用，也可以达到环

保要求，因而无论有无企业党组织，其环保投资倾向均比较高。 环境规制较强时，民营企业党组织

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变弱了。 综上，民营企业党组织与环境规制之间应当存在替代效应。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环境规制负向调节党组织设立和民营企业绿色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当环境规制较低时，
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绿色环保投资影响较大；当环境规制较高时，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绿色环保投资的

影响较小。
２． 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和企业绿色环保投资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深入研究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企业凡是有正式党员 ３ 人以上的，都可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然而事

实上，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并没有设立党组织，因此本部分的分析聚焦于那些已设立党组织的民营

企业。 尽管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基本职能基本一致，但由于党组织治理参与强度的差异，企业环保投

资力度也会有所不同。 甚至，部分民营企业的党组织由于规模小，活动开展力度弱，无法有效参与

公司治理。 这种“脱钩”现象会弱化政府通过党组织网路来督导民营企业的环保行为。 有研究表

明，企业管理层党员队伍的高度融合是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重要途径（张承耀，２００８） ［３３］。 党组

织在企业决策、治理等方面的深度参与非常重要，党组织较高的“参与度”有利于其发挥实质的先

进带头作用，有效避免形式化的设立基层党委，而忽视党组织的职能行使。 因此，党组织参与治理

的强度会更加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力度，这是因为企业环保投资取决于高层管理部门的决策，如果

党组织无法有效参与公司治理，其对环保投资的影响效应也会大打折扣。
结合假设 Ｈ１ 的理论分析，本文在此聚焦于已经设立了党组织的民营企业，通过讨论党组织的

治理参与差异，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现有研究对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的探讨较少，研究大多围

绕国有企业展开。 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主要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来实现①，从组织上

明确了党组织如何参与公司治理与经营决策（马连福等，２０１２［９］；陈仕华和卢昌崇，２０１４［１１］ ）。 而

对于民营企业，“交叉任职”是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主要方式②。 例如，Ｇａｌｂｒｅａｔｈ（２０１８） ［３４］ 的研究发

现，企业董事会对环境的关注会显著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 陈东（２０１５） ［３５］ 指出，如果民营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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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９９ 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双向进入”是指，一方面，充分利用国有资产控股的优势，使符合条件的企业党委会成员通过法定的程序进人企业董事

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另一方面，使符合条件的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成员，按照党章及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 “交叉任职”是指，
即由一人同时担任企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或党员董事长担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担任副董事长。



出资人是中共党员，则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会发挥更强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营企业的董

事长大多数是企业的实际控制者，部分还兼任企业 ＣＥＯ，一般具有绝对话语权。 如果民营企业董

事长是中共党员，且兼任企业党组织书记，那么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会大大提高。 交叉

任职实现了民营企业内部的领导一体化，可有效促进企业发展战略与政治引领的融合，保证政府政

策的有效落实。 此外，交叉任职的企业董事长具有更强的领导力，帮助企业加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

（唐贵瑶等，２０１５） ［１８］，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因此，企业董事长的交叉任职是民营企业党组织

治理参与的一种重要表现，也是党组织能够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保障，有利于促进企业环保投

资的增加。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在设立了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群体中，党组织治理参与较高的民营企业投入更高的绿色环

保投资。
最后，讨论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和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 前文分析

了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与环境规制之间的替代关系，企业在环境规制较高时只需回应规制要求，党
组织发挥的作用空间有限。 但如果党组织治理参与的强度不够，此时企业进一步提高环保投资的

动机较弱。 然而，随着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的加强，党组织的作用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党组

织治理参与可以促进民营企业在环境规制较高时进一步增加绿色环保投资，从而使环境规制的效

应不再替代党组织治理参与的作用。
具体来说，党组织治理参与较高的民营企业，党组织会更加行使职能，对于政府环境规制的回

应更为积极，对于政府的主张、规制与政策的落实更为到位。 企业党组织的书记是党的基层负责

人，其个人的言行对党员乃至企业员工都有很大的影响。 交叉任职的董事长不仅要为企业发展负

责，还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与指示。 因此企业环保

投资对于交叉任职的民营企业董事长个人而言，并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承担和对环境规

制的简单回应。 绿色环保行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与理念，是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光荣使命。
这意味着，在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党组织治理参与会推动民营企业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进而

投入更多的环保资金；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这类企业不会满足于遵守环境规制，反而倾向于更

为积极的回应。 因此，由于民营企业实质性的落实了企业党组织建设，因而环境规制不会削弱党组

织治理参与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效应，反而会使得此关系变得更强。 综上，民营企业党组织

治理参与和环境规制之间应当相互协同。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环境规制正向调节党组织治理参与和民营企业绿色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当环境规制较

低时，党组织治理参与对民营企业绿色环保投资有正向影响；当环境规制较高时，党组织治理参与

对民营企业绿色环保投资的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

三、 研究设计

１． 样本和数据

本文的数据采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第八次、第九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①，该调查是由中共中央

统战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课题组，
依托各省（区、市）工商局和工商联的力量完成的。 此数据库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形成了

数篇高质量的科研论文，并发表在国内外多本重要期刊上②。 本文将信息缺失较多的样本进行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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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 ２００８ 年之前的问卷，以及 ２０１２ 年的问卷缺少部分在本研究中所需要的重要变量，因此并未采用。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 《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 《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权威期刊，以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除后，最终得到 ４７２１ 个观测值（２００８ 年 ２１５１ 个观测值，２０１０ 年 ２５７０ 个观测值）。 样本企业来自全

国（除西藏自治区以外）３０ 个省（市、区）。 此外，本文对连续型变量在 １％与 ９９％分位数上进行了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处理，消除部分数据异常值对回归分析的影响。
２． 变量测量

（１）企业环保投资（ＥＰＩ）。 本文采用“污染治理投入 ／销售收入”来测量企业环保投资。 与环

保治污费用不同，污染治理投入可以被视为对企业自身绿色化发展的一种投资行为，也是企业主动

参与环保活动与社会责任承担的表现。 此外，污染治理投入的绝对量与企业规模显著相关，因而消

除了企业规模效应后模型检验结果更优（姜锡明和许晨曦，２０１５［４］；唐国平等，２０１３［６］）。
由于现有文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研究大多采用上市公司样本，因此基本所有样本企业的环保

投资均不为 ０。 本文的民营企业样本涉及的企业类型更为广泛，同时绝大多数企业并非上市公司，
因而环保投资决策更为自由。 在最终样本中，２００８ 年的样本有 ６８７ 家企业进行了环保投资

（３２％ ）；２０１０ 年的样本有 ８４６ 家企业进行了环保投资（３３％ ）。
（２）党组织设立（Ｐａｒｔｙ），本文采用 ０、１ 虚拟变量来代表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１ 代表企业中设

立了中共党组织；０ 代表没有设立中共党组织。 在最终样本中，２００８ 年的样本有 ７３０ 家企业设立了

党组织（３４％ ）；２０１０ 年的样本有 ７５３ 家企业设立了党组织（２９％ ）。
（３）党组织治理参与（Ｒｏｌｅ）。 在国有企业党组织相关的研究中，学者对党组织的治理参与的

测量方法为“双向进入”与“交叉任职”两种指标（马连福等，２０１２） ［９］。 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

的治理结构相对简单，决策权也相对集中于民营企业主个人身上，党组织的职能与权利范围相对较

窄。 因此，本文着重关注党组织治理参与中的“交叉任职”指标，测定民营企业董事长是否兼任党

组织书记。 此变量为 ０、１ 虚拟变量，１ 代表企业董事长同时兼任党组织书记；０ 代表企业董事长不

兼任党组织书记。 在最终样本中，２００８ 年的样本有 ２６４ 家企业董事长兼任党组书记（１２％ ）；２０１０
年的样本有 ２９５ 家企业董事长兼任党组书记（１１％ ）。

（３）环境规制（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本文采用唐国平等（２０１３） ［６］ 的研究中对环境规制的测量方法。
各省（市、区）的环境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包括五个指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 ＳＯ２ 排放

达标率、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对各省（市、
区）的总体环境管制指数的具体测算方法过程，详见唐国平等（２０１３） ［５］的文章，本文不再赘述。

（４）控制变量。 本文首先对企业特征相关的指标进行控制，包括企业年龄（Ｆｉｒｍａｇｅ）、企业规

模（Ｓｉｚｅ）、研发投入 （Ｒ＆Ｄ）、绿色创新 （Ｇｒｅｅｎｉｎｎ）、销售收入 （ Ｓａｌｅ）、净利润 （Ｐｒｏｆｉｔ） 与净资产

（Ｅｑｕｉｔｙ）。 其次，对企业控股结构进行控制，包括国有企业控股（ＳＯＥ）、外资企业控股（ＦＯＲ）与民

营企业控股（ＰＲＩ）。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的社会网络，包括工商联（ＡＩＣ）、行业协会（ Ｉｎｄｏｒｇ）以
及商会（Ｂｕｓｉｏｒｇ）。 最后，本文对企业的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Ｒｅｇｉｏｎ）与数据年

份（Ｙｅａｒ）进行控制。 各变量的名称与测量方法汇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测量汇总

变量类别 变量名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 测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 环保投资 ＥＰＩ 污染治理投入 ／ 销售收入

解释变量

党组织设立 Ｐａｒｔｙ
１ 代表企业中设立了中共党组织；０ 代表没有设立中共党组织

（李翠芝和陈东，２０１８） ［１４］

党组织治理参与 Ｒｏｌｅ
１ 代表企业董事长同时兼任党组织书记；０ 代表企业董事长不

兼任党组织书记

环境规制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各省（市、自治区）的总体环境管制指数（唐国平等，２０１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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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类别 变量名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 测量方法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Ｆｉｒｍａｇｅ 企业成立年限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员工数（对数）
研发投入 Ｒ＆Ｄ 企业研发投入额（对数）

绿色创新 Ｇｒｅｅｎｉｎｎ
１ 代表企业拥有生物、新材料、海洋、清洁与可再生能源或污染

治理技术；０ 代表没有以上领域技术

销售收入 Ｓａｌｅ 企业销售收入额（对数）
净利润 Ｐｒｏｆｉｔ 企业净利润额（对数）
净资产 Ｅｑｕｉｔｙ 企业净资产额（对数）

国有企业控股 ＳＯＥ
１ 代表企业股权结构中有国有企业控股；０ 代表企业股权结构

中没有国有企业控股

外资企业控股 ＦＯＲ
１ 代表企业股权结构中有外资企业控股；０ 代表企业股权结构

中没有外资企业控股

民营企业控股 ＰＲＩ
１ 代表企业股权结构中有其他民营企业控股；０ 代表企业股权

结构中没有其他民营企业控股

工商联 ＡＩＣ １ 代表企业是工商联成员企业；０ 代表不是工商联成员企业

行业协会 Ｉｎｄｏｒｇ １ 代表企业加入了行业协会；０ 代表没有加入行业协会

商会 Ｂｕｓｉｏｒｇ １ 代表企业加入了商会；０ 代表没有加入商会

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企业所属行业

市场化指数 Ｒｅｇｉｏｎ
地区市场化水平取自樊纲和王小鲁构建的各省（市、区）市场化

指数值

数据年份 Ｙｅａｒ 样本数据获取年份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企业党组织设立（Ｐａｒｔｙ）并非严格外生变量（何轩和马骏，２０１８ｂ） ［１３］。 尽管根据《中国共产党章

程》的规定，企业凡是有正式党员 ３ 人以上的，都应当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但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

业的党组织设立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性，目前仍有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并未设立基层党组织。 尽管

各界对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的动机均有所讨论，但是设立动机却较为多元化，一定程度受到了企业主

倾向、企业规模、行业性质与地区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这意味着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可能与企业党组织

存在相关性。 因此，对模型 １ 的估计无法消除党组织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实证结果偏差。
为了检验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假设 Ｈ１），且消除自变量的内生性问

题，本文试图构建工具变量，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初步估计。 模型 １ 为第一阶段回归模型，模型

２ 为非工具变量回归（作为对照），模型 ３ 为第二阶段工具变量回归。
Ｐａｒｔｙ ＝ α０ ＋ α１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１）

ＥＰＩ ＝ α０ ＋ α１Ｐａｒｔｙ ＋ α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２）
ＥＰＩ ＝ α０ ＋ α１Ｐａｒｔ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 α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３）

　 　 模型 １ 为第一阶段回归，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为工具变量。 模型 ２ 为第二阶段回归，Ｐａｒｔ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为采用工具变量估计得到的自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董事长的中共党员身份”（Ｐａｒｔｙｍｅｍｂｅｒ）作为

工具变量。 本文认为，企业董事长是否为中共党员在本文的研究中是外生变量，一方面企业董事长

若为中共党员，其可能更倾向于在民营企业内设立党组织；其次，董事长是否党员是自身选择的结

果，与企业运营关系不大，因此，其与模型 ２ 中的随机扰动项不相关。 关于工具变量相关的检验结

果将在下一章节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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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１ 中，因变量为企业党组织设立（Ｐａｒｔｙ），由于其为二分变量（取值 ０ 或 １），因此本文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对其进行估计（Ｂｌｉｓｓ，１９３４） ［３６］。 模型 ２、模型 ３ 的因变量为企业环保投资（ＥＰＩ），由于超过

６７％的样本取值为 ０，因此其概率分布为一个离散点与一个连续分布所组成的混合分布，如果用 ＯＬＳ
来估计，都无法得到一致估计。 与本文的因变量类似，在企业创新研究中，由于众多企业的 Ｒ＆Ｄ 投入

为 ０，创新产出（如专利数）也大多为 ０，因此学者们大多采用 Ｔｏｂｉｔ 回归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效果良

好（Ｌａｕｒｓｅｎ 和 Ｓ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６［３７］；Ｌｅｉｐｏｎｅｎ 和 Ｈｅｌｆａｔ，２０１０［３８］；Ｋｌｉｎｇｅｂｉｅｌ 和 Ｒａｍｍｅｒ，２０１４［３９］）。 因此，本文

采用 Ｔｏｂｉｔ 回归对模型除模型 １ 以外的其他模型进行估计。 对于模型 １ ～模型 ３，控制变量全部相同。
为了检验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假设 Ｈ２），本文构建模型 ４ 与模型

５。 在构造交互项之前，本文先将参与交互的变量分别做中心化处理。
ＥＰＩ ＝ α０ ＋ α１Ｐａｒｔｙ ＋ α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α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４）

ＥＰＩ ＝ α０ ＋ α１Ｐａｒｔ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 α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α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５）
　 　 进一步讨论民营企业党组织与环保投资的关系，本文还检验党组织治理参与（Ｒｏｌｅ）对企业环

保投资的影响。 没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其董事长也无法进行“交叉任职”，因此对于此阶段的检

验，本文采用设立了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子样本进行回归。 分样本回归并不会违背非线性 Ｔｏｂｉｔ 回归

的计量假定（Ａｉ 和 Ｎｏｒｔｏｎ，２００３［４０］；Ｈｏｅｔｋｅｒ，２００７［４１］）。 在本研究中，剔除没有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

业样本，还可以更突出党组织治理参与带来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３，本文构建模型 ６；为了检验

假设 Ｈ４，构建模型 ７。 模型 ４ ～模型 ７ 的估计方法均为 Ｔｏｂｉｔ 回归。
ＥＰＩ ＝ α０ ＋ α１Ｒｏｌｅ ＋ α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６）

ＥＰＩ ＝ α０ ＋ α１Ｒｏｌｅ ＋ α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α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７）

四、 实证结果分析

１．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企业规模类变量和经济指标类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

较高，为了检验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在之后的回归分析中引入 ＶＩＦ 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

党组织（Ｐａｒｔｙ）与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研发投入（Ｒ＆Ｄ）、销售收入（ Ｓａｌｅ）、净利润（Ｐｒｏｆｉｔ）、净资产

（Ｅｑｕｉｔｙ）均有较高的相关性，这不仅说明民营企业的党组织与企成长、经济绩效等显著正相关（陈
东等，２０１７） ［１５］，还说明有可能绩效好、规模大的民营企业才倾向于设立党组织，因而民营企业党组

织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此外，党组织治理参与（Ｒｏｌｅ）与企业规模、绩效类变量的相关系数明

显要低于前者，各变量与其相关系数均在 ０ ３１ 以下。
表 ２ 描述性统计结果汇总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１． ＥＰＩ １
２． Ｐａｒｔｙ ０ ０３∗ １
３． Ｒｏｌｅ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１
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４∗∗ － ０ ０７∗∗∗ － ０ ０６∗∗∗ １
５．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１
６． Ｓｉｚｅ ０ ０４∗∗ ０ ４９∗∗∗ ０ ３１∗∗∗ － ０ ０５∗∗∗ ０ ２１∗∗∗ １
７． Ｒ＆Ｄ ０ ０３∗ ０ ４０∗∗∗ ０ ２０∗∗∗ － ０ １１∗∗∗ － ０ ０１ ０ ４１∗∗∗ １
８． Ｇｒｅｅｎｉｎｎ ０ ０５∗∗∗ ０ １０∗∗∗ ０ ０６∗∗∗ － ０ ０２ ０ １１∗∗∗ ０ １４∗∗∗ ０ ２５∗∗∗ １
９． Ｓａｌｅ － ０ ０７∗∗∗ ０ ５０∗∗∗ ０ ２８∗∗∗ － ０ １３∗∗∗ ０ ０５∗∗∗ ０ ６６∗∗∗ ０ ４９∗∗∗ ０ １３∗∗∗ １
１０． Ｐｒｏｆｉｔ － ０ ０３ ０ ３９∗∗∗ ０ ２２∗∗∗ － ０ １３∗∗∗ ０ ０６∗∗∗ ０ ５３∗∗∗ ０ ４８∗∗∗ ０ １３∗∗∗ ０ ７０∗∗∗

１１． Ｅｑｕｉｔｙ ０ ０１ ０ ４７∗∗∗ ０ ２５∗∗∗ －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０ ６０∗∗∗ ０ ４５∗∗∗ ０ １３∗∗∗ ０ ７４∗∗∗

１２． ＳＯＥ － ０ ０１ ０ ０８∗∗∗ ０ ０９∗∗∗ － ０ ０２ － ０ ０３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０ ０６∗∗∗ ０ １１∗∗∗

１３． ＦＯＲ ０ ０１ ０ ０８∗∗∗ ０ ０５∗∗ － ０ ０６∗∗∗ － ０ ０３∗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０ ０４∗ ０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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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１４． ＰＲＩ －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０３∗ － ０ ０３∗ －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０ ０ ０９∗∗∗

１５． ＡＩＣ － ０ ０１ ０ ３４∗∗∗ ０ １８∗∗∗ － ０ １４∗∗∗ ０ ０１ ０ ３８∗∗∗ ０ ２８∗∗∗ ０ ０６∗∗∗ ０ ４２∗∗∗

１６． Ｉｎｄｏｒｇ ０ ０１ ０ ３１∗∗∗ ０ ２１∗∗∗ － ０ ０９∗∗∗ － ０ ００ ０ ３２∗∗∗ ０ ２７∗∗∗ ０ ０５∗∗∗ ０ ３５∗∗∗

１７． Ｂｕｓｉｏｒｇ ０ ０１ ０ ２７∗∗∗ ０ １５∗∗∗ － ０ ０９∗∗∗ － ０ ００ ０ ３０∗∗∗ ０ ２２∗∗∗ ０ ０６∗∗∗ ０ ３４∗∗∗

１８． Ｒｅｇｉｏｎ － ０ ０２ ０ １０∗∗∗ ０ ０６∗∗∗ － ０ ６２∗∗∗ ０ ０７∗∗∗ ０ １２∗∗∗ ０ １６∗∗∗ ０ ０６∗∗∗ ０ ２０∗∗∗

均值 ０ ００４ ０ ３１４ ０ １１８ ３ ９７０ ２４ ０５７ １ ２２４ ０ ２２５ ６ ５８４ ３ ３９３
方差 ０ ０２７ ０ ４６４ ０ ３２３ ２ ８３１ １６ ０８９ １ ８５９ ０ ４１８ ２ ２２８ ２ ２１１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模型 １６ 模型 １７ 模型 １８
１０． Ｐｒｏｆｉｔ １
１１． Ｅｑｕｉｔｙ ０ ６２∗∗∗ １
１２． ＳＯＥ ０ １０∗∗∗ ０ １２∗∗∗ １
１３． ＦＯＲ ０ ０７∗∗∗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１
１４． ＰＲＩ ０ ０７∗∗∗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０７∗∗∗ １
１５． ＡＩＣ ０ ３７∗∗∗ ０ ４２∗∗∗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１
１６． Ｉｎｄｏｒｇ ０ ２８∗∗∗ ０ ３３∗∗∗ ０ 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６∗∗∗ ０ ４４∗∗∗ １
１７． Ｂｕｓｉｏｒｇ ０ ２９∗∗∗ ０ ３２∗∗∗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５０∗∗∗ ０ ４９∗∗∗ １
１８． Ｒｅｇｉｏｎ ０ １７∗∗∗ ０ １１∗∗∗ ０ ０１ ０ ０８∗∗∗ ０ ０５∗∗ ０ １３∗∗∗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１
均值 ３ ３９３ ５ ７５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４ ０ ６３７ ０ ５５５ ０ ４４４ ６ ４５２
方差 ２ ２１１ １ ８８９ ０ １３１ ０ １１７ ０ １８０ ０ ４８１ ０ ４９７ ０ ４９７ １ ４５２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本文首先进行 ＤＷＨ 的检验，检验值为 １ ５３２（ｐ ＝ ０ ２１６ ＞ ０ １），证明 Ｐａｒｔｙ 为内生变量，
需要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 本文借鉴 Ａｒｍａｎｉｏｓ 等（２０１６） ［４２］ 的研究中对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

思路，对本文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表 ３ 汇报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１ａ 采用 ＯＬＳ 回

归进行估计，模型 １ｂ 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进行估计。 工具变量 Ｐａｒｔｙｍｅｍｂｅｒ 对 Ｐａｒｔｙ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模型 １ａ： ｒ ＝ ０ ０４６， ｐ ＜ ０ ００１，Ｒ２ ＝ ０ ３５８；ＶＩＦ ＝ １ ８１；模型 １ｂ： ｒ ＝ ０ １８５， ｐ ＜ ０ ００１）；其次，
Ｐａｒｔｙｍｅｍｂｅｒ 与 ＥＰＩ 不相关（ ｒ ＝ ０ ０２，ｐ ＞ ０ １），但其与 Ｐａｒｔｙ 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１６２，ｐ ＜ ０ ００１）；最
后，模型 １ａ 的 Ｆ 值远大于 １０（Ｆ ＞ １１０），说明 Ｐａｒｔｙｍｅｍｂｅｒ 是一个强工具变量（Ｓｔｏｃｋ 等，２００２） ［４３］。
表 ３ 一阶段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

模型 １ａ（ＯＬＳ） 模型 １ｂ（Ｐｒｏｂｉｔ）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３）

Ｓｉｚｅ
０ ０７３∗∗∗

（０ ００６）
０ ２９９∗∗∗

（０ ０２４）

Ｒ＆Ｄ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５）

Ｇｒｅｅｎｔｅｃｈ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８）

Ｓａｌｅ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５）
０ １５２∗∗∗

（０ ０２２）

Ｐｒｏｆｉｔ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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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模型 １ａ（ＯＬＳ） 模型 １ｂ（Ｐｒｏｂｉｔ）

Ｅｑｕｉｔ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５）
０ １００∗∗∗

（０ ０２０）

ＳＯＥ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５

（０ １６６）

ＦＯ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５６）
０ １５０

（０ １８５）

ＰＲＩ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２）

－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５）

ＡＩＣ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４）
０ ４１９∗∗∗

（０ ０６３）

Ｉｎｄｏｒｇ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４）
０ ３０８∗∗∗

（０ ０５５）

Ｂｕｓｉｏｒｇ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５３）

Ｒｅｇｉｏｎ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Ｐａｒｔｙｍｅｍｂｅ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９）
０ １８５∗∗∗

（０ ０３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Ｙｅａ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Ｆ ／ Ｗａｌｄ ～ χ２ １１０ ５１∗∗∗ １１９３ ２７∗∗∗

Ｎ ４７２１ ４７２１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在模型 ２ ～ 模型 ７ 中，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对 ＥＰＩ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这与现有研究一致。 在全样本中，左截尾（ｌｅｆｔ⁃ｃｅｎｓｏｒｅｄ）的样本量为 ３１８８；在设立了党组织的民营

企业子样本中，左截尾的样本量为 ７３３。 此外，本文对每个模型都进行可 ＶＩＦ 检验，ＶＩＦ 的最大值为

５ ５８（小于 １０），证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较小。 模型 ２ 的检验结果显示，Ｐａｒｔｙ 对 ＥＰＩ 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ｒ ＝０ ００５，ｐ ＜０ ０５），说明民营企业的党组织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为了解

决变量内生性问题，模型 ３ 引入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估计出的 Ｐａｒｔｙ 对 ＥＰＩ 没有显著影响（ｒ ＝ ０ ００６，
ｐ ＞０ １），这说明 Ｐａｒｔｙ 具有内生性，民营企业党组织的设立存在选择效应。 基于以上结果，假设 Ｈ１ 未

得到充分的支持。 模型４ 与模型５ 检验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对 Ｐａｒｔｙ、Ｐａｒｔ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与 ＥＰＩ 之间关系的调节

效应。 结果显示，Ｐａｒｔｙ 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交互效应不显著（模型 ４，ｒ ＝０ ００１，ｐ ＞ ０ １），但是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与

Ｐａｒｔ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的交互效应显著（模型 ５，ｒ ＝ －０ ００１，ｐ ＜０ ０１），这验证了环境规制对党组织与民营企

业环保投资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因此假设 Ｈ２ 得到了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未消除内生性的自变

量 Ｐａｒｔｙ 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交互项检验不显著，反而说明有些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后，并未有效利用党组织

的先进性，也未将其与公司治理有效融合，因而政府环境规制对其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无法产生影响。
进一步研究，模型 ６ 采用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子样本进行检验，本文发现 Ｒｏｌｅ 对 ＥＰＩ 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ｒ ＝０ ０１０，ｐ ＜０ ０１），这验证了党组织治理参与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假设 Ｈ３

得到验证。 最后，模型 ７ 的结果显示，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与 Ｒｏｌｅ 的交互效应显著（ｒ ＝０ ００３，ｐ ＜０ ０５），这说明

环境规制加强了党组织治理参与和民营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因而假设 Ｈ４ 得到了支持。 以上结

果还表明，党组织治理参与可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职能与先进性，使其有效参与公司治理。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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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Ｔ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汇总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Ｒ＆Ｄ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Ｇｒｅｅｎｔｅｃｈ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Ｓａｌｅ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Ｅｑｕｉｔ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ＳＯＥ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ＦＯＲ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ＰＲＩ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ＡＩＣ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Ｉｎｄｏｒｇ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Ｂｕｓｉｏｒｇ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Ｒｅｇｉｏｎ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Ｐａｒｔ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Ｒｏｌｅ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ｒｔ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Ｒｏｌ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Ｙｅａ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Ｌｅｆｔ⁃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３１８８ ３１８８ ３１８８ ３１８８ ７３３ ７３３
ＬＲ ～ χ２ ７０３ ６４∗∗∗ ７００ １５∗∗∗ ７０６ １０∗∗∗ ７０７ ７５∗∗∗ ２００ ２∗∗∗ ２０６ ５９∗∗∗

Ｎ ４７２１ ４７２１ ４７２１ ４７２１ １４８３ １４８３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模型 ２ 与模型 ５ 中的变量 Ｐａｒｔｙ 为由工具变量估计处理后得到的变量（Ｐａｒｔ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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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环境规制强弱，党组织设立对企业环保投资均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如图 １ 所示）。 在环境规

制较强的地区，企业环保投资明显高于处于较弱环境规制地区的企业。 但在环境规制较弱的情境下，
党组织设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更强。 这说明党组织设立可以有效弥补地区环境规制较弱的不

足，敦促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当环境规制加强时，环境规制就起到了主导作用，是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

主要驱动因素，此时党组织的作用相对变小。 图 １ 描绘的实证结果很好的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Ｈ２。

图 １　 环境规制与党组织（工具变量）的交互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如图 ２ 所示，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较大，图线斜率

明显大于弱环境规制的图线斜率。 当环境规制较弱时，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也是正向

影响，只是效应相对较弱。 图 ２ 描绘的实证结果很好的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Ｈ４。

图 ２　 环境规制与党组织治理参与的交互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３． 稳健性检验

由于样本中有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进行环保投资（Ｎ ＝３１８８），这可能因为企业的规模、盈利能力与

行业特征所造成。 因此，本文采用剩下的 １５３３ 个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作为稳健性检验（如表 ５ 所

示）。 模型 ８ ～模型 １１ 均采用 ＯＬＳ 回归进行估计。 模型 ８ 检验了 Ｐａｒｔｙ 对 ＥＰＩ 在子样本中的影响，本
文发现了显著的正向关系（ｒ ＝ ０ ００８，ｐ ＜ ０ ０１），这与前文的检验结果一致；然而，Ｐａｒｔｙ 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交互项检验显著了（ｒ ＝０ ００３，ｐ ＜０ ０１），这说明在有环保投资的民营企业群体中，党组织不仅可以

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还会对环境规制表现出较强的回应。 模型 ９ 检验了 Ｐａｒｔ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对 ＥＰＩ 的
影响，无论 Ｐａｒｔ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还是其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交互项，均不显著。 在消除了内生性以后，党组

织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效应显著减弱了。 与前文的检验结果相对比，本文对稳健性检验结果解释为，
民营企业党组织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并不是因果关系①。 党组织能促进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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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本文的数据为截面数据，因此也无法进一步验证民营企业在建立了党组织以后，是否显著提高了环保投资。



营企业开展环保投资，但进一步对提高环保投资量的影响较弱。 本文认为，有可能部分民营企业的

党组织没有实际发挥作用；或者部分民营企业的党组织没有有效的参与到公司治理与运营决策中，
因而对于环保投资量的影响程度较小。 另外一种可能，在子样本中，企业董事长的党员身份

（Ｐａｒｔｙｍｅｍｂｅｒ）作为工具变量效果较差，导致拟合结果不理想。 因此，本文需要进一步探讨党组织

的治理参与程度。 模型 １０ 的检验结果显示，Ｒｏｌｅ 对 ＥＰＩ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ｒ ＝ ０ ０１０，ｐ ＜ ０ ０１），
Ｒｏｌｅ 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交互项也显著（ ｒ ＝ ０ ００５，ｐ ＜ ０ ００１），这与前文的检验结果相一致。 模型 １１ 采

用的样本剔除了没有设立党组织的企业（Ｎ ＝ ７５０）。 结果显示，Ｒｏｌｅ 对 ＥＰＩ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ｒ ＝
０ ０１０，ｐ ＜ ０ ０１），Ｒｏｌｅ 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交互项也显著（ ｒ ＝ ０ ００５，ｐ ＜ ０ ００１），这同样与前文的检验结

果相一致。
表 ５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汇总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Ｒ＆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Ｇｒｅｅｎｔｅｃｈ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Ｓａｌｅ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Ｐｒｏｆｉｔ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Ｅｑｕｉｔ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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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１０）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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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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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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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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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０５）

Ｂｕｓｉｏｒｇ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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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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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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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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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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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ｒｔ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Ｒｏｌｅ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Ｙｅａ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Ａｄｊ Ｒ２ ０ １３３ ０ １２４ ０ １３９ ０ ２０４

Ｎ １５３３ １５３３ １５３３ ７５０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模型 ９ 变量 Ｐａｒｔｙ 为由工具变量估计处理后得到的变量（Ｐａｒｔ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结论与讨论

１． 结果讨论

本文研究了民营企业党组织的设立和治理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与环境规制的交

互关系。 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框架中独特的一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环保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

范围最重要的热点之一，不仅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引导与管控，还需要企业充分调动自身的主

动性，积极参与进来。 企业党组织是党和政府与企业建立联系的一种重要途径（Ｃｈａｎｇ 和 Ｗｏｎｇ，
２００４） ［８］。 因此，企业党组织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并非“跨界行为”，而是分内之事。 本文为

民营企业党组织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建立了理论联系，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民营企业党组织的

研究。 此外，民营企业党组织是否能有效的参与治理与决策，以及如何参与，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治理参与程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企业绿色投资决策结果。

由本文的实证过程来看，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状况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内生性的存在，
致使实证检验结果不稳健。 不过正因如此，研究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才更有价值。 实证

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党组织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显现出了很高的相关性，但是本文的结果无法进

一步验证党组织的设立是否可以直接影响企业以后的环保投资量。 因此本文的假设 Ｈ１ 无法得

到充分的验证。 在消除了内生性以后，本文能够验证党组织可以弥补地区环境规制较弱的不足，
提高企业绿色环保投资，假设 Ｈ２ 可以得到支持。 假设 Ｈ３ 与假设 Ｈ４ 均得到了稳健的验证，说明

党组织的治理参与更为重要，不仅可以敦促企业开展更高的环保投资，还可以使企业对地区环境

规制展现出更强的回应。 实证结果支持了党组织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交互关系，拓展了社会绿

色治理研究。
进一步讨论，尽管从理论上进行推理，民营企业党组织应当在企业环保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并不意味着其在企业内部一定发挥作用，部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

理工作有待提高，因此假设 Ｈ１ 无法得到充分验证。 其次，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党组织的调节效应

是负向的，说明在环境规制较高的区域内，民营企业的环保动机主要来源于规制要求，这也侧面表

明了大多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企业决策参与度影响相对环境规制影响要弱得多，只有在环境规制

较低时发挥作用才更加明显，因而与环境规制之间显现出替代效应，而非与环境规制相互协同。 再

次，党组织治理参与则是民营企业实质性开展党建工作的有力证明，相较其他民营企业，党组织治

理参与较高的民营企业表现出了更强的环保倾向，环保投资量更大。 此结果对假设 Ｈ１ 的研究做

了补充，证明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环保投资有显著的促进，还反映出党组织的单纯设立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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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最后，环境规制对党组织治理参与和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是正向的，说明在环境规制较高

的地区，这些民营企业不仅积极回应规制要求，还能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民营企业党组织能

够通过有效参与治理来影响企业决策，因此与假设 Ｈ２ 不同，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和环境规制

之间是协同效应，而非替代效应。
本文分析了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机制，一定程度上丰富并拓展了中国特色

公司治理理论。 现有文献对企业环境管理、可持续发展、绿色创新与环保投资等展开了广泛的研

究，大多围绕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公司治理相关的其他理论进行分析与解释。 企业

党组织作为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重要实践，尤其在民营企业中，其作用目前仍处于被低估的状态。
民营企业党组织的设立与治理参与仍需要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将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

参与引入了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强调党组织的“绿色行为”对企业影响较大。 现有文献对

民营企业党组织的研究鲜有讨论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而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却非常重要，较
弱的治理参与较大程度上抑制了党组织发挥作用。

２． 实践启示与政策建议

（１）实践启示。 首先，民营企业党组织的设立并非迎合潮流，民营企业不应忽视党组织建设。
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可以组织党建活动，开展党组织生活，发挥党员在企业发展中的模范带头作

用，可以帮助普通员工提升争先创优精神与思想道德水平，可以增强企业凝聚力（陈东，２０１５） ［３５］，
塑造更为贴合国家价值观的先进企业文化。 其次，民营企业党组织应该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企

业领导层和全体员工都应该正确认识党组织及其作用。 如果党组织只是一个“标签”，对于企业的

治理、决策及企业文化活动等均不能有效参与，这就等同于企业主动放弃了一份宝贵的组织资源。
民营企业如果可以充分并高效的建设党组织，党组织就可以成为促进企业发展的一种关键战略资

源，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Ｒｕｓｓｏ 和 Ｆｏｕｔｓ，１９９７） ［１９］。 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作为企业增

强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永不过时，并且这种组织优势往往是可持续的。 最后，构建民营企业独特的党

组织治理参与模式。 民营企业中党组织治理参与模式要因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不符合实际，
则有可能出现党组织与企业决策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这样的矛盾与冲突不利于企业的运营与

发展。 党组织治理参应与企业战略有机结合，尤其要符合企业所处环境的状况。 本文只探讨了民

营企业董事长在党组织的交叉任职，尽管这种治理参与方式非常有效，但对非中共党员的企业董事

长则无法实行。 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在董事会、高管团队或监事会中物色合适的党组领导人选，
利用他们的交叉任职提高党组织的治理参与。 此外，还应当选拔与培养一批值得信赖、政治与职业

素养好、有发展潜力的党员员工作为企业未来领导的继任者，以便建立与完善企业的党组织治理参

与机制。
（２）政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引导与帮扶。 目前，民营企业

党组织的设立及其作用还有待加强，制度环境不足以引导或约束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 此外，部分

民营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的积极性，可能因为企业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差，或受行业特征的限制，
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没有看到党组织对于民营企业发展所带来的竞争力的提升。 因此，地方政府

作为制度发展的推动者，可以将一些产业园区作为试点，进行典型示范，配以相关的政策扶持，加速

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建立，逐步发展与完善制度环境。 第二，地方政府应当引导和呼吁民营企业党组

织开展党员学习活动，并积极参与到部分企业的党建活动中，作为指导和旁听。 这样有利于政府加

深对地方民营企业的了解，认识企业的优点，了解企业的发展需要，并帮其解决问题。 第三，在地区

与行业内建立党组织网络，加强党员企业家之间的沟通。 本文在模型检验中，引入了工商联、行业

协会与商会作为控制变量。 在一些研究中，这些组织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 Ｚｈａｎｇ 和

Ｆｕｎｇ，２００６） ［４４］。 党员网络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网络，是企业获取政治联系与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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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地方政府发起，将地方民营企业的党组织领导有效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建立联系，互相学习，不
仅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还可能对地方企业整体产生溢出效应，提升地方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３． 不足与展望

（１）研究存在不足。 首先，本文的数据是跨年截面数据，若运用跨年纵向数据或面板数据，可
以更好的消除内生性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变量之间的因果效应。 例如，因变量采用企业下一年的环

保投资，取当年的各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可以有效避免内生性问题。 再例如，企业设立党组织

的年份为基期，可对比考察党组织是否能显著影响企业之后的环保投资，这种检验可更好的验证本

文的假设 Ｈ１ 与假设 Ｈ２。 其次，本文的研究聚焦于企业层面，而未深入企业内部，在团队与个人层

面进行探讨。 换言之，本文提出的影响机制可以进一步细化，验证党组织是否对管理者或员工个人

的环境保护观念产生影响。 再次，本文的研究没有考虑企业党组织书记个人的特征与领导力，进而

研究党组书记个人是否能够影响企业环保投资。 这意味着本文在研究交叉任职时，没有加入企业

董事长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 最后，对于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讨论较为单一，并未讨论具体的

治理参与模式。 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可能还会有其他有效的形式，本文并未讨论。
（２）未来展望。 第一，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模式，并研究其与企业

绿色创新等企业发展问题的关系。 绿色创新也可视为一种关键的企业环保行为，得到了学者的广

泛关注。 然而，中国企业的绿色创新是否存在独特性，党组织是否能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中扮演重

要角色，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可以研究党组织在企业绿色人力资源管理

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依托党组织的地位与职能，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党组

织的核心职能之一就是“人事”与文化，对于企业党组织的讨论也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 将二者结

合讨论，具有学术价值。 第三，可以聚焦于地方党组织网络，探讨党组织网络对企业资源获取以及

对与其他网络或联盟（例如，战略联盟、产业联盟、技术联盟等）的联合影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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